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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中的诉苦 :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

李里峰
(南京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南京 210093)

　　摘　要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 ,“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

口号 ,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 ;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 ,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 ;通过苦

主选择和会场布置 ,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 ;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帐相结合 ,打破了可能出

现的僵局 ;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 ,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 ,共产

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 ,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关键词 :诉苦 ; 土地改革 ; 民众动员 ; 权力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幸或烦恼的人 ,会有一种向他人倾诉的愿望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诉苦”。但是曾几何时 ,诉苦并非在私领域单独发生的个体行为 ,而是在革命政党的宣传和组织

下 ,由千百万贫苦农民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仪式化政治行为。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 ,诉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 ,但其用法远不如今天这么宽泛 ,而是具有特定的政

治内涵 :“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 ,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 ,同时也坚定了自己

的阶级立场 ,就叫做‘诉苦’。”①这种被纳入阶级话语体系的特定“诉说”行为 ,有效地激发起广

大农民对国民党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 ,使之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框架与乡村

治理轨道。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土地改革运动已在中外学界的普

遍关注下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早期研究成果多为通论性著作 ,侧重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

变以及在各地实施的总体情形 ,而较少关注基层的微观土改实践。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学和政治

学研究者的介入 ,土地改革研究开始从国家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村庄层面、实践层面 ,涉及土改

运动中的权力运作、民众动员、行为机制、集体记忆等诸多内容 ,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一历史事

件的细节性认知。② 其中有三篇论文对“诉苦”做了专门探讨 ,皆以单个村庄为考察对象 ,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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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北鸥 :《人民学习辞典》,上海 :广益书局 , 1952年 ,第 331页。

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张鸣 :《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 (1946 - 1949)》(《二十

一世纪》网络版 2003年 6月号 ) ;张小军 :《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 2003年 ) ;李放春 :《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

究》第三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5年 ) ;李里峰 :《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福建论坛》2006年第 9期 )等 ,

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基于一项口述史研究计划而形成的多篇博士、硕士论文 ,如李康 :《西村十五年 :从革命走向革

命———1938 - 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博士论文 , 1999年 ) ;方慧容 :《“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

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硕士论文 , 1997年 ) ;李放春 :《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 :陕北骥村土改的大众记

忆》(硕士论文 , 2000年 ) ;任道远 :《革命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从农民行动的角度看土改时期的阶级斗争》(硕士论文 ,

2002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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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为资料来源 ,颇具社会学理论色彩。① 与之相比 ,本文主要将诉苦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

动员技术 ,试图在大量搜集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 ,以山东、河北等省份为中心 ,对诉苦过程中采

用的种种策略和技巧进行细致的历史学考察 ,藉以从微观视角揭示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政治运

作的一个侧面。需要说明的是 ,诉苦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政治行为并取得巨大成效 ,无疑是建立

在广大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生活艰难困苦这一客观现实之上的。事实上 ,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

成 ,总是普通民众需要与革命精英动员交互作用的产物 ,而非任何单一原因所能促成。就诉苦本

身而言 ,其意义亦决不仅限于民众动员之一端 ,其内涵更非“技术”或“策略”所能一语道尽。惟

考虑到现有研究成果中宏观论述较多而微观描述不足、政策梳理较多而策略 (技术 )分析不足 ,本

文乃不避矫枉过正之嫌 ,专从“技术”角度对土改中的诉苦略作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一、作为民众动员技术的诉苦

对于将农民作为自己统治根基和力量源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②民众动员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艾森斯塔得指出 ,农民“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很少在政治上

表现出积极的态度。③ 许多学者注意到 ,中国农民对革命和政治缺乏热情 ,只有共产党的动员才

能将其激发出来。苏联学者杰柳辛等人认为 ,中国农民“没有成为能够全面认识、提出和捍卫自

己利益的、独立的、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利益的代表是共产党。”④比昂科则断言 ,“如

果没有共产党人 ,农民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⑤

在土改运动中 ,诉苦正是帮助中共实现民众动员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诉苦最直接的必要

性在于 ,共产党试图确立的阶级框架与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之间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共产党发

动土改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 ,来自高层领导人对乡村阶级结构和土地分配状况的权威性估计 ,即

8%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 70 - 80% , 92%的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只拥有

20 - 30%的土地。⑥ 但是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借助统计数据对此提出了质疑 ,指出中

国乡村的土地集中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 ,而是自耕农 (即党的阶级分类体系中所称的“中农”)占

据了大多数的人口和土地。⑦ 相应地 ,华北乡村的主要剥削方式不是地租剥削 ,而是捐税剥削 ;主

要社会矛盾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 ,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⑧ 加上传统乡村固有道德观念和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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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程秀英的《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硕士论文 ,北京大学 , 1999年 )分析了诉苦对于

“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重要作用 ,认为诉苦使农民在自己切身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话语形成了抽象的阶级观念 ,使之具备

了成为新政权成员的基本能力。郭金华的《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

达》(硕士论文 ,北京大学 , 2001年 )强调诉苦帮助农民获得辨识公共场合和进行公共表达的能力 ,这种能力掩盖了农民参

与土改的程度性差异 ,使土改运动得以实现。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 :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

年第 4期 )考察了诉苦对于重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 ,将其视为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国家观念形成

的中介机制。

关于战时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基础 ,参见李里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

心》(博士论文 ,南京大学 , 2002年 )第一章。

艾森斯塔得 :《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1992年 ,第 221页。

梅利克谢托夫 :《苏联学者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国外中共党史中

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 1991年。

比昂科 :《农民运动》,费正清等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3年 ,第 309页。

毛泽东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67年 ,第 1147页。

参见章有义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 2期 )、乌廷玉等 :《现代中国

农村经济的演变》(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93年 )、苑书义等 :《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1年 )。

笔者根据这些统计数据估计 ,土改前夕华北的土地占有状况大致是 2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 50%左右的土地 (参见李里

峰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安徽史学》即刊 )。

马若孟 :《土地制度》,《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 ,第 292 - 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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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深刻影响 ,中共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民众动员工作 ,最初进展并不顺利。例如获鹿县农民

“种地主的地 ,生活不十分苦 ,因此斗地主不积极 ,但对汉奸恶霸仇恨很深”。① 桓台县后七里庄

土改时 ,工作队员命令农会主任宗恒度领导斗争 ,宗无奈之下买礼物请他人出面斗争 ,并到地主

家去道歉说 ,“不是俺要斗你 ,是八路逼着要斗的。”有的贫农分到土地后苦恼不已 ,称“八路没来

我也没饿死 ,现在硬分给地”,觉得备受折磨。② 即东县西演堤村因较大的地主都住在城里 ,只能

斗争村里的“二吊绊子”,结果“群众对他不仇恨 ,发言不积极 ,连敌人进攻时被杀的村农会长家

都没说话 ,被斗地主也不说话 ,群众都想回家吃饭就算了”。东演堤村处决一名地主 ,引起了许多

党员和群众的不满 ,认为“不如留着罚劳役好”。③

由于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乡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自然产物 ,而是外力嵌入和政治

动员的结果 ,所以土改领导者们往往发现 ,发动农民斗争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必须借助

诉苦、算帐等手段才能逐步实现目标。就党的动员目标而言 ,通过土地再分配使农民“翻身”并不

是最终目的 ,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 ,进而激

发其对地主的复仇心理。要达到这一目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诉苦吐苦水”,“诉苦越诉

的苦 ,斗争亦好发动 ,群众越能翻心 ,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④ 曾以工作队员身份参

加土改的美国人韩丁 ,对张庄第一次诉苦会的场景做了生动的描述 :诉苦会因无人发言而陷入僵

局时 ,新上任的副村长打了被斗的地主村长一巴掌 ,“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 ,好像一股电

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有见过农民打村长 ,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 ,其中一个

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 ,但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 ,

若想把戏演下去 ,他们自己也得上台 ,要把心里话讲出来。”⑤面对面的斗争使农民们感到陌生和

恐惧 ,但它正是构成群众运动的基本要素 ,只有当广大农民从观众转变成演员时 ,群众运动才能

真正开展起来。组织农民诉苦 ,即是促使他们参加面对面斗争、“对地主撕破脸”的必要手段 ,⑥

是引发“群众翻身运动的导火线”⑦。在面对面的诉苦斗争中 ,“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

容易 ,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 ,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

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 ,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 ,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

了。”⑧华东局组织部注意到 ,凡与地主撕破脸者 ,均感到“不分地 ,地主也饶不了咱”;凡未与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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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获鹿县委土改初步总结》(1948 /04 /12) ,河北省档案馆藏 ,档号 520 - 1 - 597 - 3。 (以下简称“河北档案”)

《桓台县索镇区六个村初步调查材料》(1948 /07) ,山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G026 - 01 - 0037 - 001。 (以下简称“山东档案”)

《即东县南渠乡 (收复区 )结束土改检查报告》(1951 /03 /01) ,山东档案 ,A001 - 02 - 0070 - 004。

冀中区党委 :《第十一队第三组土地改革整组材料汇集》(1947 /03 /31) ,河北档案 , 3 - 1 - 102 - 3。关于诉苦的民众动员功

能 ,土改文件中大量层层递进式的表述 ,说得非常清楚。如 :“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

(《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几个问题的经验介绍》,河北省档案馆编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

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90年 ,第 122页 ) ;“越诉越苦 ,越苦越冤 ,越冤越恨 ,越恨越有气 ,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唐县县委 :

《两个村诉苦、比苦、比光景的初步经验》,河北档案 , 520 - 1 - 274 - 2)等。群众斗争从温和走向激烈 ,往往也以诉苦为转折

点 ,例如垣曲三区查减运动中 ,对斗争对象“过去只是上板凳戴高帽等 ,自诉苦复仇后 ,多动手以打解决”(《垣曲三区的群

运工作》,河北档案 , 27 - 1 - 7 - 2)。

韩丁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1980年 ,第 126 - 127页。

《中共怀县县委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结论》(1946 /08 /24) ,河北档案 , 224 - 1 - 17 - 4。另一份文件指出 ,至于搜集

斗争对象的材料、准备控诉的理由 ,“那只是它的副作用 ,不能轻重倒置”[参见冀晋区党委 :《平山灵寿八个村土地改革检

查报告 (草案 )》(1947 /05 /04) ,河北档案 , 108 - 1 - 16 - 2 ]。

《中共冀中九地委关于九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步经验》(1946 /10 /23)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 98页。

范斯莱克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 1937 - 1945》,《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 ,第 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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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破脸者 ,则“一般情绪不高 ,准备与地主妥协磕头 ,以顾念身家”。①

所以在土改期间 ,各级领导机构对诉苦的发动和成效都极为重视。“领导上克服一切困难 ,

坚决执行决议 ,不把贫农会开好不散 ,一次不行二次 ,二次不行三次 ,不把诉苦算帐形成运动不算

完事。”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往往都被归结为对农民阶级觉悟的启发不够 ,而从思想上发动农

民的关键就是诉苦算帐。“只有经过诉苦算帐 ,农民才能在思想上觉悟起来 ,包办代替不行。”未

经诉苦动员即进行土改 ,虽然也能完成土地再分配的任务 ,却无助于塑造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

立场 ,因而常被批评为“生摘瓜”。② 许多地方明确要求 ,即便“在分地后”或者“斗争已结束之

村”,“仍要组织诉苦和斗争”。③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 ,他们一样存在各种“糊涂观念”,如“穷是命苦”、

“善财主不当分”、“血汗祖传地主不当分”、“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中农不受剥削”、“财主

是识字挣来的 ,穷人是扎烟针扎穷的”、“现在地主也够苦了”等等 ,必须加以清除。所以在解放

区乡村进行土改诉苦的同时 ,前方部队也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部队诉苦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

防止官兵以其特殊身份支持自己的家属在村中谋求私利 ,妨碍土改的进行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

强部队的战斗力 ,“那 (哪 )个部队诉得好 ,那 (哪 )个部队就勇猛顽强”。诉苦一般以连为单位进

行 ,和村庄诉苦一样要经过“酝酿”、“倒苦水”、“挖苦根”等基本步骤 ,不过多了“复仇立功宣誓”

这一环节 ,以将诉苦中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直接转化为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斗志。④ 从大量土改

文件中不难看到 ,诉苦首先是作为一种民众动员机制而普遍开展起来的 ,其基本功能就在于激发

村庄里和军队中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仇恨 ,促使他们认同中共、参加土改、英勇战斗。⑤

二、口号宣传与组织引导

发动农民诉苦 ,首先要依靠强大的宣传和组织力量 ,这和中共其他政治目标的实现别无二

致。土改期间 ,许多村庄专门成立诉苦委员会、诉苦指挥部、翻身委员会等临时机构 ,担负宣传和

组织之责 ,以引导农民打破世代相传的面子观念和宿命观念。⑥ 土改工作队员必须“真心实意把

自己当作受苦的群众 ,启发、诱导、讨论、拉家常”,促使农民诉苦。⑦ 冀南三地委归纳出“点苦”、

“引苦”、“劝苦”、“攀苦”四种方法 ,以此来帮助、刺激落后分子诉苦。⑧ 除了对单个农户的教育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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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华东中央局组织部给各地组织部的信》(1946 /11 /21) ,山东省档案馆编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八辑 )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985年 ,第 21页。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山东档案 , G026 - 01 - 0228 - 001。

参见中共冀察地委 :《新区土改初步总结》(1949 /03 /07) ,河北档案 , 758 - 3 - 96 - 1;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有意味的是 ,在土改结束多年之后 ,一些地方仍把各种农村问题归因于当年的“和平土改”,认为

正是未经诉苦、斗争不彻底的和平土改 ,导致了乡村阶级阵营的混乱、反动阶级的嚣张和破坏 [参见河北隆化工作队 :《关

于和平土改地区特点的调查材料》(1964 /07 /15) ,河北档案 , 893 - 1 - 320 - 1 ]。

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 :《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 /01) ,河北档案 , 583 - 1 - 29 - 2。本文引文中“( )”表示更正之错别字 ,

“[ ]”表示补充之缺字 ,“□”表示原字无法识别 ,下同。

1946年 8月的一份土改文件写道 :“(诉苦 )可以初步启发群众思想 ,减少顾虑 ,鼓励斗争勇气 ,走向行动 ;团结群众 ,扩大力

量 ,弄清楚村里情况和各方面各阶层动态 ;可以得到中间人的同情与社会舆论的同情 ;可以瓦解汉奸恶霸集团 ,争取部分人

坦白转变回头 ,是孤立汉奸大恶霸的有效办法。”(冀中区十一地委 :《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河北档案 , 20 - 1 -

137 - 1)其中概括了诉苦的四种政治功能 ,即动员民众、获取信息、建构合法性、孤立敌人。前述几位社会学者分别探讨了

诉苦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农民公共表达能力和国家观念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 ,诉苦还是一种基层精英的更替

机制 ,因为在诉苦中可以发现、培养、考验符合党和国家需要的基层政治精英 ;诉苦又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展示舞台 ,因为诉

苦会上农民满怀仇恨的诉说和地主胆战心惊的聆听 ,正是国家权力全面渗透、乡村社会剧烈变迁的前奏和预演。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河北档案 , 33 - 1 - 77 - 27。

冀南九地委 :《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 /09 /12) ,河北档案 , 14 - 1 - 114 - 1。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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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之外 ,还须通过口号宣传形成“诉苦光荣”的舆论氛围。关于口号对于民众动员的意义和作用 ,

诚如一份土改文件所说 :“口号是指导群众行动的武器 ,根据工作的要求 ,提出通俗鲜明的口号 ,

可以直接鼓舞群众情绪 ,口号愈明确愈通俗 ,就愈适合群众的口味 ,群众接受就愈快。用群众自

己的语汇 ,解决群众自己的思想问题 ,作用非常之大 ,启发其斗争勇气 ,提高其思想觉悟 ,指导群

众行动 ,使群众运动成为自觉自愿。因之口号在群运中是有重要地位的。”①诉苦期间典型的宣

传口号如“是穷人都有苦 ,是地主都有罪”②、“谁苦最多谁光荣”、“苦多就是功劳大”③、“谁不诉

苦谁不和毛主席一个心眼儿”、“穷人都有苦 ,有苦人人诉”、“没有苦的不是穷人”④等。在这些

口号中 ,穷和富已分别成为善和恶的代名词 ,诉苦和不诉苦则成为判断是不是“真穷人”的基本标

准 ,从而都具有了象征符号的功能。⑤

培养积极分子、树立诉苦典型 ,是运动初期打开局面的重要手段之一。“群众有他的模仿性 ,

看见人家怎着他即怎着 ,别人敢说他即敢说 ,别人敢作他即敢作 ,一人不说都不说 ,越说的多了 ,

越说的多。”⑥所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深受土改领导者的青睐。在诉苦之前必须先动员、布置好积

极分子 ,让他们在诉苦会上带头诉苦 ,“否则总是沉默着 ,如有积极分子打了第一炮 ,大苦小苦就

接着诉出来了”。⑦ 通过积极分子的“以苦引苦”,便可有效地“打通落后分子”,使诉苦队伍进一

步扩大。⑧ 渤海区总结的经验是 ,干部必须带头表明态度 ,尤其要带头哭 ;如果干部痛哭流泪 ,群

众也容易感情冲动而跟着哭起来 ;必须培养带头人 ,“带头人一哭 ,下边诉得有劲 ,如头一个诉得

平淡 ,以下也容易平淡”。⑨ 蒹庄在诉苦中设立了“彻底翻身英雄队”,作为诉苦积极分子的临时

组织 ,新出现的积极分子随时可以参加。�λυ 一份部队诉苦文件提到“培植诉苦典型”的具体方法 :

“寄予深切的同情 ,鼓励其大胆诉苦 ,帮助他认识许多问题 ,找出苦的根源来 ;帮助他组织报告 ,去

掉那些缺少阶级意义的部分。”�λϖ

在找到诉苦积极分子 (称为“苦主”)并加以教育启发之后 ,还要帮助他“串连”其他的诉苦

者。串连有多种途径 ,可以“通过苦主”本身 ,可以“利用家族”,更多的则是“利用群众组织”。�λω

为达到最佳效果 ,诉苦的范围应尽可能扩大 ,不仅贫农有苦 ,而且“中农是有苦的 ,自耕富农也是

有苦的 ,狗腿子也是有苦的”,一切有苦之人 ,都应动员其参加诉苦。�λξ 贫农的诉苦“不仅教育了

中农 ,而且也引起了中农的苦水 ,参加了诉苦”。只要敢于去“诉”,家境较好的中农同样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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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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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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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四地委宣传部 :《土地改革中的口号汇集》(1947) ,河北档案 , 36 - 1 - 26 - 2。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唐县县委 :《两个村诉苦、比苦、比光景的初步经验》(1947 /12)。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山东档案 , G026 - 01 - 0240 - 001。

在很大程度上 ,这种以苦为荣的价值观念的形成 ,是与诉苦运动本身互为因果的 ,它既是发动农民诉苦的重要条件 ,也是诉

苦所带来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的结果。一方面所诉之苦能够表明自己在阶级身份上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 ,可以在分

配时获得直接好处 ;另一方面诉苦行为本身亦足以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阶级觉悟 ,从而得以在选拔新的基层精英时进入

党的视野。

《滨县杨集村土改总结》(1947) ,山东档案 , G026 - 01 - 0243 - 004。

冀南二地委 :《高唐平原新区土地改革的初步经验》(1948 /06) ,河北档案 , 31 - 1 - 8 - 18。

《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1947 /06 /25)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 231页。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当然 ,各地情形不一 ,做法有别。例如邯郸蒹庄就没有采用积极分子带动落

后分子的形式来组织诉苦 ,而是“按阶层按积极与落后分别诉苦”,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苦少与不积极者妨害苦多积极者的

诉苦”[参见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 :《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 /01)。

冀南一地委 :《永智县反奸诉苦运动中几点初步经验介绍》(1946 /08 /16) ,河北档案 , 28 - 1 - 39 - 3。

吴桥县委 :《工作通报 (第三号 )》(1947 /03 /06) ,河北档案 , 520 - 1 - 39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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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诉苦积极分子 ,例如乐陵县小赵家诉苦中出现的 6名头号、二号积极分子中 ,即有 2人为中

农。① 冀中新区组织召集“罪恶较小的伪组织人员”座谈 ,使他们在承认错误后一道参加对大汉

奸、恶霸地主的斗争。② 永智县卅间瓦房村几乎所有农户都参加了对汉奸地主李玉琛的斗争会 ,

连地主陶二爷也上场诉了苦。③

诉苦必须在民众聚集的场合公开进行 ,所以开会是最基本的诉苦形式 ,家庭会、小组会、贫农

会、中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乃至乡 (区 )农民大会 ,形形色色 ,不一而足。开会“可以使人

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而且“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④ 对于谨慎而从众的个体

农民来说 ,人数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足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 ,促使其“走向行动”。⑤ 在组织诉

苦的过程中 ,个人诉苦、家庭诉苦、小组诉苦、大会诉苦 ,一层层扩大范围 ,“形成运动”。不同形

式、不同场合的诉苦各有其特点和功效 ,以个人诉苦和家庭诉苦提高觉悟、打消顾虑 ,以小组诉苦

扩大范围、激发仇恨 ,以大会诉苦营造氛围、促发行动。⑥ 另一种说法是“小会打通思想 ,大会鼓

励情绪”,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光在小组会上诉苦或者诉的次数太多 ,就会“话说三遍

淡如水”,“使人听了没意思 ,而且诉苦的人也诉不上劲”。所以经过大会诉苦之后 ,一般就不在

小组会上再诉 ,但仍须继续“个别培养 ,使其不由热转凉 ,达到再想更多的苦 ,眼中流更多的

泪”。⑦ 在县、区的领导上 ,一般先以基点村为单位 ,召开贫农诉苦大会 ,在大会上“消灭不诉苦的

贫农”,并大量发现和培养新积极分子 ,使之成为领导诉苦运动的骨干 ,回村后即开展家庭诉苦、

会员诉苦运动的教育。乐陵县就是这样层层推开 ,在绝大部分村庄开展了算帐诉苦运动。⑧ 只

有这样 ,才能将苦主个人的苦和对地主恶霸个人的恨 ,转换为整个贫农阶级的苦和对整个地主阶

级的恨 ,将斗争从有具体对象的“某某人斗某某人”转变为抽象的“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⑨

消除农民顾虑 ,是诉苦组织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渤海区的经验是在开展大规模诉苦之前 ,对

地主、伪村长进行威胁和镇压 ,“造成群众性的热烈的自卫防奸热潮 ,打破群众恐特思想”。�λυ 冀

中区的经验则是“武装群众和说理相结合”,以防止汉奸恶霸的暗中破坏甚至“打黑枪”。在诉苦

行动之前开展群众宣誓活动 ,也是利用人数优势制造安全感、消除顾虑的有效方式。�λϖ 为将广大

农民组织到诉苦会场上来 ,工作队员往往会对旧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加以利用 ,强迫村中的上层人

物去号召农民参加诉苦大会 ,“哪村不来就是他的事”。禹城六区召开伪村长联席会 ,提出“动员

所有贫民来开会 ,可以抵罪”,否则即罪上加罪。黄骅县对上层分子提出“动员不来不行”、“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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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冀中十一地委 :《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 /08 /30)。

冀南一地委 :《地委会关于反奸诉苦运动问题给永智县委的一封信》(1946 /06 /04) ,河北档案 , 28 - 1 - 39 - 7。

柯鲁克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高强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1982年 ,第 33页。

关于此点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 ( Georg Simmel)早已作过深刻的阐发 ,他在其代表作《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林荣远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2002年 )中专辟一章 ,论述群体的量 (人数 )对于群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决定性作用。西美

尔认为 ,凡是把群众投入运动的地方 ,就会表现出肆无忌惮的激进主义 ,因为广大群众总是能够为简单的思想所满足和指

导 ,而且他们并没有多少可丧失的 ,也比个体更容易忘记自己权力的局限性 (参见该书第二章“群体的量的确定性”)。

冀中十一地委 :《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 /08 /30)。

冀南九地委 :《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 /09 /12)。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例如冀南三地委在《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中提出 ,要反对单个苦主对单个地主诉苦 (“××人对 ××地主有意

见”)的“老办法”,改用穷人整体对地主整体诉苦 (“是穷人的苦就是对地主的意见”)的“新办法”。二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

范围较小、针对个人、注重事实 ;后者范围较广、针对阶级、注重情绪。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冀中十一地委 :《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 /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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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心不行”、“成分不好不行”、“匪特如果抓开会的家属由你们负责”。① 在强大压力下 ,“上层

给群众磕头作揖叫群众来开会”的情形时有发生。② 当然 ,在种种启发、带动、感染之下 ,这些上

层分子很快就会成为诉苦农民愤怒情绪的锋芒所指。

三、情绪调动与氛围营造

裴宜理 ( Elizabeth Perry)曾经指出共产党对于“情感工作”的高度依赖 ,认为这是国共两党的

重要区别之一。③ 诉诸情感以动员民众 ,在土改诉苦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各种宣传、组

织、发动 ,基本目的都是要激发农民对地主的愤怒、仇恨之情 ,进而通过“翻身”培养他们对共产党

的感激、爱戴之情。④ 为达此目的 ,诉苦本身是不够的 ,还必须培养苦感、酝酿苦味 ,“要想想那时

的苦味 ,不仅听人家苦 ,而且要想自己苦 ,这样使大会严肃悲痛。”⑤为了调动诉者与听者的情绪 ,

在诉苦之前需要教苦主怎样去诉 ,帮他“总结出几点令人最愤恨的罪恶 ,使群众听到后能引起高

度的仇恨而参加斗争”。⑥ 还要“指点其表情”⑦ ,特别是要训练其“悲哀表情 ,说到地主欺压农民

时 ,要有奋 (愤 )恨之态度 ,能成为一个能感动人的演员来感动农民”。⑧

血缘关系和孝亲意识是传统乡村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诉苦中也成为调动农民情绪的有

力武器。当农民“感觉本身无苦或有苦说出来不悲痛”时 ,解决办法就是扩大诉苦范围 ,由诉自身

苦转向“诉老辈苦”,⑨使他们认识自己是“辈辈苦、胎里苦”。�λυ 蒹庄诉苦的经验之一就是 ,“小组

诉苦如诉不好或不知道 ,可到家里问爹娘 ,开家庭会找苦”。�λϖ 诉苦的宣传口号中醒目地出现了

“孝”的字眼 ,如“父苦不诉不算是孝子”�λω、“要当孝子”、“反对不孝顺爹娘”、“敢说敢干才是英雄

好汉”等�λξ。这些口号在农民心中形成了孝道观念与阶级意识间的勾连 :敢于诉苦、敢于斗争 ,才

是真正的孝顺。将挖掘苦难经历与传统孝道观念相结合的做法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位拒不

诉苦的农民 ,在要回被霸占的坟地之后打消了一切顾虑 :“这次不光我翻了身 ,我爷娘也得到了翻

身 ,即是下油碾锤子我也不怕 ,还怕变天 !”�λψ

农民情绪被激发起来的重要表现就是“哭”。在乐陵县 ,“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

上哭了五十多个 ,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 ,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 ,

九区 ×村中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 ,哭病了 ,把眼哭红了 ,哭得不吃饭了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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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 /02)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

162页。

参见裴宜理 :《重访中国革命 :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 4辑。她认为 ,虽然国民党也从事动员民众的工作 ,但

和共产党不同的是 ,它不是唤起情感上的谴责 ,而是致力于培养个性和意志 ,其重点不在情感 ,而在伦理。

西美尔指出 ,当“把群众融化在一种感情里 ,其个人人格的一切特点和保留都暂时消除殆尽”时 ,就会形成一种“异常激进”

的后果 ,“不会有任何的调节斡旋和权衡”(《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第 37页 )。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冀南一地委 :《永智县反奸诉苦运动中几点初步经验介绍》(1946 /08 /16)。

冀南九地委 :《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 /09 /12)。

《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 ,河北档案 , 520 - 1 - 931 - 5,作者不详。关于这种仪式活动前的“试演”、训练以及“苦主”

的选择 ,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 :以情感的模式》一文中也有所描述。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渤海四地区各县土改情况汇报》(1947) ,山东档案 , G016 - 01 - 0245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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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不胜统计 ,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 ,有些哭得死过去了。”①在蒹

庄 ,“经一天多的时间 ,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 ,其成绩效果之大 ,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

的 ,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苦 (哭 ) ,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 ,有的哭不成声 ,有的痛哭绝食 ,有的

眼皮哭肿了 ,有的一人诉苦痛哭 ,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的低头不语 ,一片哭声 ,其凄凉惨酷之景

况 ,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②在黄骅、津南 ,“城关镇诉苦大会才诉了一个人 ,全场即放

声痛哭 ,会后有的回到家去 ,合家又痛苦 (哭 )。贾象区群众大哭 ,王□当场哭挺一个干部 ,扣村区

哭挺了五个群众 ,其他各区、村大概如此”。据统计 ,仅黄骅县 4个区 ,全年诉苦人数即达 5184

人 ,其中“痛哭流涕”的 4551人 ,“哭挺了的”12人 ,“哭病了的”195人。③ 这样的情形越多 ,程度

越重 ,就越能营造苦大仇深的氛围 ,越能激发群众的苦感和仇恨。有的地方提出了“不哭就不是

真贫农”、“消灭不哭的贫农”等口号。黄骅县提出 :“干部不哭是不对的 ,不哭就是不疼群众 ,群

众诉苦不哭 ,就是表明不是群众的儿子 ,是群众观念不强的表现。”④仓上村工作队认为 ,“穷人家

哭着讲理 ,一般人光讲理不哭”。⑤ 当然 ,“哭”与“诉”不可偏废 ,有些“定有大苦或有障碍物”的

人光哭不诉 ,就必须进一步引导启发 ,使他们把“苦水统统吐出来”。⑥

(窦家疃村 )通过小组诉苦 ,大家要求大会诉苦。⋯⋯申洪礼母亲、车尚义老婆且

哭且诉 ,全场哭的人很多 ,口吃的车金科 ,气得大眼发白 ,越发说不出话来 ,诉一回 ,哭一

回 ,气痛了歇歇再诉。申洪永一面诉 ,一面打 ,全场男女老少约 20余人轮流打 ,车金科

六七十岁的爹打恶霸更有劲 ,全场掌声如雷 ,高呼“打 !”车吉连拿着大刀 ,骄□的在恶

霸面前闪闪 ,指恶霸说 :“你还有这一天啊 ! 落在我们手里 ,你瞧瞧这些老爷的劲头吧 !

在共产党领导下换天下啦 !”在天下农民是一家口号下 ,小格庄、南北申家三村农民 750

人都赶来参加联合斗争 ,在会上表现了高度团结 ,北申家农民痛打恶霸之后说“咱们坚

决联合起来 ,和恶霸斗争到底 ,明天开会我们还来。”⑦

为了达到这种群情激愤的境界 ,“苦主”的选择尤为重要。许多地方强调要从老人和妇女身上突

破 ,因为老人经历的苦难多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 ,都容易产生“苦感”。“青年人没有什么

苦 ,壮年人有苦也不大 ,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是老年人 ,因此培养的对象应在这些

人身上。”⑧妇女则容易动感情 ,容易流泪 ,这对群体氛围的营造极为重要。“典型诉苦人员的选

择 ,最好是女人 ,因为女人感情脆弱 ,容易哀情 ,记忆力较清 ,诉起来即哭泣 ,能以泪引泪。”⑨“各

种诉苦会议 ,老头儿诉苦最起劲 ,妇女最容易哭 ,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λυ与此同时 ,对斗争

4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λυ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 /02)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

162页。同年另一份文件对黄骅县诉苦情形的描述是 :“黄骅县五个区一个镇 ,到会人数 7519,刷洗 350人 ,剩下 7169人。

7169人中 6492人诉苦 ,其中哭的 5411人 ,哭病了的 195人 ,哭死的 13人 ,干部哭的 273人。哭的种类 ,为饿死哭的 397人 ,

卖儿女哭的 157人 ,给土匪打死死伤而哭的 153人 ,全家书 (输 )讼而哭的 55人 ,为要饭哭的 7ù 5人。”[参见《渤海区党委土

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吴桥县委 :《吴桥城关区仓上村典型统计调查材料》(1948 /03 /28) ,山东档案 , G026 - 01 - 0054 - 005。

吴桥县委 :《工作通报 (第三号 )》(1947 /03 /06)。

牙前县郭城区工作组 :《郭城区窦家疃村复查前后工作总结》(1949) ,山东档案 , G024 - 01 - 0142 - 001。

冀南九地委 :《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 /09 /12)。

《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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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也须经过慎重选择 ,应该事先预料到他的反应 ,“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 ,也不应该是完全供

认不讳的”,因为“一个顽固斗争对象的抗拒可能会导致僵局”,而“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斗争会

则很难让农民兴奋起来”。①

会场的安排也很重要 ,精心布置的会场更能发挥诉苦的仪式化功效。从便于组织的角度出

发 ,“会场的布置和准备 ,应有适当的地址、警戒等 ,对群众的排列 ,有组织的在一起 ,无组织的在

一起 ,妇女在一起 ,儿童在一起 ,有计划的将区积极分子插在内里。”②而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 ,虽

然运动领导者期待着诉苦会上出现群情激愤的场面 ,却往往是清冷肃穆的气氛更有助于达到这

种效果。根据邯郸蒹庄的经验 ,“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尤其干部态度要郑

重其事 ,启发动员 ,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③另一份文件也指出 ,诉苦会

场必须严肃 ,“不受外界影响 ,使全场农民精神都集中于诉苦的身上”。并对会场作了更细致的描

述 :“小组会以在贫苦农民之 (居 )住 [的 ]暗淡破烂房屋 [为好 ] ,如晚上不甚明的灯光下更好 ,大

会诉苦也要在偏僻凄凉的地方 ,无人来往 ,如戏广 (场 )的布置布景就更会 [令人 ]感动了。”④一

份文件谈论部队诉苦大会 ,也强调须随时注意情绪的调动 :“大会诉苦不宜太多 ,有三两个典型即

可 ,问题在于要激发其全场悲愤的情绪来。为了这一要求 ,干部可以在会中随时提出问题 ,以刺

激诉苦者的感情。在情绪渐起或高涨时 ,必须喊出适当的口号 ,以助情绪的增长 ,在极沉痛时则

宜沉默一时 ,如大家痛苦起来可以暂时休会。务使会场空气始终保持热烈庄严。”⑤诉苦组织者

精心筹划的“情感工作”,似乎在农民群众身上安装了一个情感的阀门 ,结果正如一位农民的观

察 :“八路军真怪 ,他叫穷人家笑穷人就笑 ,他叫穷人哭穷人就哭 !”⑥

四、“谁斗谁分”与“算苦中帐”

根据形式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利益追逐乃是社会行动者据以行事的基本出发点。在土

改运动中 ,共产党清楚意识到并充分利用了农民的这一“理性人”特征。首先 ,物质刺激是促使农

民打消顾虑、参加运动的一件有力武器 ,其基本做法就是“谁斗谁分”,即以在群众运动中的表现

作为分配斗争果实的基本依据。在黄赵村 ,“分配果实是以诉苦多少为原则 ,诉苦多即多分 ,诉苦

少即少分。”⑦在张庄 ,“积极参加大会 ,大胆倾诉苦水的人都分到了东西。那些没有说话的人 ,得

到的就少些 ,或者什么也没得到。”谁斗谁分的原则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参与直接联系起来 ,有力地

冲击了农民固有的道德观念 ,将他们引向斗争地主的行列。“只要积极参加斗争 ,就可以实实在

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 ,就都相继投入到以后的运动中

去。”⑧利用物质刺激来强化乡村社会的阶级分化 ,是群众运动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⑨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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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g2fa Chen, M aking R evolu tion: The Comm unistM ovem en t in Eastern and Cen tra l Ch ina, 1937 - 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2
nia Press, 1986, p. 189.

冀南一地委 :《各种工作汇报记录》(1946) ,河北档案 , 28 - 1 - 5 - 1。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

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 :《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 /01)。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惠民县何李区五支刘乡基点黄赵村生产土改工作报告》(1949 /12 /31) ,山东档案 , G026 - 01 - 0268 - 003。

韩丁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 138、172页。

物质刺激手段的运用不仅体现在“诉苦”之中 ,而且贯穿共产党乡村群众运动的各个阶段。例如冀中区以多分果实来“影

响启发群众参加组织”,“参加组织的多分点 ,不参加组织的少分点”,并称之为“论功行赏”。无极县大郭庄村并采取“记

工”的办法 ,参加一个人记一个工 ,“按工分配”,所以参加群众组织的人数迅速增加 [参见冀中区党委 :《第十一队第三组土

地改革整组材料汇集》(1947 /03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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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看 ,对斗争果实分配的不满 ,往往会导致农民斗争热情的消退。龙则村一贫农因为分配不公

而埋怨说“误了工 ,得不上东西 ,斗争还不如打短工。”①即明确将参加斗争、分配果实视为一种谋

生手段。蒹庄诉苦运动难以打开局面 ,经调查发现 ,是因为群众对土改中没收的一百多万元果实

未分而不满 ,认为“过去果实得不到手 ,再诉苦斗争顶啥事 ,苦在嘴边搁着哩 ,分了果实就能诉”;

还有人则“感觉已斗争彻底了 ,没啥东西了 ,过去斗争那样多的东西 ,还没翻透身 ,再斗也翻不了

身”。后来工作队员让村干向群众道歉 ,宣布斗争果实的帐目 ,并保证把果实分给群众 ,诉苦运动

才有新的起色。② 这些例子表明 ,获取现实物质利益 ,是农民参加诉苦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

其次 ,将诉苦与算帐相结合 ,是使民众动员达致最佳效果的必要手段。诉苦是动之以情 ,激

发农民群众的悲愤和仇恨 ;算帐是晓之以理 ,帮助农民群众认清地主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二者

相互促进 ,使群众动员渐臻佳境。“算帐和诉苦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 ,是使斗争深入每一个群

众的具体方法。”③倾吐苦水之后 ,通过算帐看看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 ,也正是“挖苦根”的题中

应有之意。在许多地区 ,诉苦尚未结束 ,算帐已接踵而至。乐陵县各村的贫农与中农都在诉苦的

基础上开展算帐运动 ,“大会算 ,小会算 ,家庭算 ,会员算 ,从诉苦中算帐 ,从算帐中诉苦 ,算苦中

帐 ,诉帐中苦 ,求得真正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④ 黄骅县“有些群众饭也不吃了 ,觉也不睡了 ,找

土块、找木棍、找算盘 ,在沉痛地算自己 [的 ]帐。”⑤

算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巩固诉苦的成果 ,还有助于打破诉苦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对于许多

农民来说 ,反奸运动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因为许多人深受汉奸欺压之苦 ,汉奸的恶是公开

的、明显的 ;但要让他们认识到地主的剥削并决心与之斗争却并不容易 ,因为许多地主并没有欺

压贫苦农民 ,有的还与自己的佃户和雇工关系融洽 ,在村中的口碑相当不错。这时 ,就必须在干

部的精心引导下 ,通过详细的计算 ,让他们认识到地主通过地租来实现的“暗剥削”。⑥

从具体内容来看 ,诉苦与算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算帐主要针对经济上的剥削关系 ,⑦诉苦

则更关注富人剥削和压迫给穷人带来的悲惨命运。但是从本质上讲 ,算帐和诉苦一样 ,都是要揭

露汉奸、地主、恶霸的剥削和罪恶 ,以更好地动员农民、建构合法性。“我们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正义的农民翻身运动 ,要有理有据算的合理 ,使最多数人同意同情 ,以争取最大多数群众团结在

我党周围。”所以一些村庄“满 (漫 )天要价 ,就地还钱”或者“不行再添”的算法 ,或者干脆“用打、

拉、抢、吃办法代替算帐”的做法 ,往往会受到上级批评 ,因为这样会“使很有理的事客观上表现的

是不说理的动作”,不利于发动群众和争取同情。算帐“不是单纯的要东西 ,而主要是政治目

的”,必须“防止单纯的经济观点”。⑧ 所以 ,算帐虽是晓之以理 ,却又不能局限于理 ,而同样必须

借助情感的力量 :“算帐要向苦处算 ,一面算一面哭一面诉”,要“从农民实际苦事上算 ,从实际苦

事上找出穷人怎么穷的 ,财主富就是穷人苦”。⑨ 由诉苦所形成的群体氛围 ,正是算帐的极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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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老区先进村十年来土地改革初步研究》(1947 /08 /01) ,河北档案 , 90 - 1 - 36 - 2。

冀南三地委 :《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 /07)。

冀中区十一地委 :《算算帐》(1946 /10 /10) ,河北档案 , 20 - 1 - 4 - 6。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 /02)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

163页。

韩丁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 145页。

当然 ,算帐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 ,例如一份文件提到所谓“穷帐”与“富帐”、“经济帐”与“政治帐”、“劳动帐”与“剥削帐”

等各种名目。 [参见《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 /02) ,《河北土地改革

档案史料选编》,第 163页 ]不过在多数文件中 ,算帐的主要内容还是与贫和富、劳动和剥削相关的“经济帐”。

冀中区十一地委 :《算算帐》(1946 /10 /10)。

吴桥县委 :《工作通报 (第三号 )》(1947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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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在算帐中充满了骂声、哭声 ,有的算了睡不 [着 ]觉 ,有的算了饭不吃 ,有的算疯了。”①在诉

苦与算帐的相互促进之中 ,情与理水乳交融 ,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逐渐明确和高涨起来。

五、“追挖苦根”与逻辑归罪

一份土改文件详细罗列了引导农民诉苦的具体内容 ,达到 27条之多。稍加分析 ,可将其大

致分为五类 :一是述苦情 ,如“在灾荒的时候‘五一’的时候 ,谁把你的土地房屋工具弄走了 ?”“推

翻统累税 ,改变负担办法 ,隐瞒黑地 ,不实行合理负担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二是引苦感 ,如“还

记得饿的四肢无力 ,妻子儿女和年老的父母死离活散的悲痛情形吧 ?”“汉奸恶霸地主走狗 ,他们

对穷人说话和气吗 ?他是否拿你当人看 ?他们凶恶的面目 ,你看惯了吗 ?”三是讲苦理 ,如“我们

为什么穷 ?为什么苦 ?为什么耕田人没饭吃 ?盖房的人没有屋住 ?世界上享福的人应该是不种

地不作工的人吗 ?”“地主汉奸恶霸离开穷人就不能生活 ,穷人离开他们就会好过 ,这个道理对吗 ?

到底是谁依靠谁呢 ?”四是挖苦根 ,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们遭到什么悲惨的命运 ?不是共

产党八路军我们子子孙孙不是都作了日本的奴隶吗 ?”“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国民党从卢沟桥一

耷跑到峨嵋山 ,他管过我们吗 ?”五是去苦蔽 ,如“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有时候小恩小惠 ,有时候嫁祸

与 (于 )人 ,你上过他们的当吗 ?他真的和你亲善吗 ?”“你害怕有用吗 ?你应当如何奋斗呢 ?”②

如果说述苦情、引苦感是诉诸情感的力量来激发农民群众的仇恨之情 ,那么讲苦理、挖苦根

则是诉诸逻辑的力量来将这种仇恨引向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对手———国民党。关于追挖苦根的

重要性 ,一份文件说得很透彻 :“如果只是诉出苦 ,而不能认识苦的来源 ,诉苦便失去其意义。所

谓‘苦根不挖 ,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 ,哭瞎眼睛无用’。因此挖苦根实是诉运 (即诉苦运

动———引者 )的中心环节。”③就其实质而言 ,挖苦根是一种借助逻辑推演的归罪策略。

在诉苦算帐中及诉苦算帐后 ,农民的情绪大大的高涨 ,认识了咱们的穷就是财主的

富 ,穷人的挨饿受罪 ,卖老婆卖孩子 ,就是财主们所享的福 ,财主们的福就是穷人们的血

汗肉泪 ,杀不了穷人起不了富 ,富的家产都是穷人的 ,形成了穷就是意见。黄头基点的

诉苦中干部反映某村的群众 [气 ]病了 ,有的把衣服扒掉露着臂膀 [说 ] ,再不起来干不

是人做的 ,城关区的群众说这回就不能给封建势力留地了 ,看起他们这样的折磨穷人 ,

今给他们弄光了也不解恨 ,在城关北基点的诉苦中认识到这些苦都是蒋介石的天下给

的 ,蒋介石的天下不换 ,穷人的苦就没有完 ,穷人翻身就是换蒋介石的天下。④

这段话生动地反映出共产党经由诉苦在农民思想中灌注的伦理观念及其推演逻辑。“穷就是意

见”,千百年来农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贫穷 ,不再是一种耻辱 ,而成了斗争的理由和资本。穷的根源

也不再是祖上无德、风水不好、命里注定 ,而是富人、财主榨取了穷人的血汗。将诉苦引向蒋介石

和国民党的基本逻辑是 :穷人苦是因为富人恶 ;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富人的代表 ,故要仇恨、愤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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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 /06)。

冀中十一地委 :《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 /08 /30)。前引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中提到的

五个“讨论题目”,则更具层层递进的效果 : 1.“穷人为什么穷 ? 富人为什么富 ? 是富人养活穷人 ? 还是穷人养活富人 ?”2.

“为什么过去有苦无处诉 ,有冤不能伸 ? 官所衙门特务警察他们和什么人一条心 ?”3.“为什么中央军来了 ,地主就兴时 ?

中央军走了地主跟着跑 ?”4.“蒋介石到底是什么人 ? 他的罪恶有多大 ?”5.“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

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 :《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 /01)。这份文件还在“挖苦根”之外进一步提出“挖甜根”,如“为什么共

产党八路军来了穷人能翻身 ?”“我们不参加解放军 ,土地保得住么 ? 我们对土改应报什么态度 ?”等 ,以把战士对地主、国

民党的仇恨进一步转化为英勇作战和支持土改的行动。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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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 ;共产党是穷人的代表 ,帮助穷人翻身 ,故要爱戴、感激和支持。在诉苦当中农民最强烈的感

受是“苦”,而一旦找出苦的根源 ,明白了穷人的苦是地主和蒋介石、国民党所造成的 ,这种苦就有

了发泄的对象而转化为“怒”。由“苦”到“怒”,农民群众也就自然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

说走向行动的重要转化。有了这种逻辑推演的有效手段 ,诉苦的内容也就不必严格限制在地主

与农民之间 ,举凡“穷苦、匪苦、过日子不容易苦、受气苦、吃官司苦”等等 ,皆在“可诉”之列。①

诉苦不是光让其限制在与地主直接冲突里 ,而应连串自己一生的苦完全诉出来。

同时诉一生的苦 ,往往比地主直接给的气还动人 ,引人哭的地方也往往就在这里 ,后说

地主的害 ,这样仇恨会尖锐的转到地主身上。②

农民宿命论思想很严重 ,认为地主千年剥削统制 (治 )是合法的 ,往往将对地主之

仇恨看不到 ,而变为农民内部矛盾 ,如农民代表李庆和 ,开始恨其伯父将大娘卖了 ,后来

才明白是被地主的高利贷逼的才卖了他 [大 ]娘 ,而转向了痛恨地主 ,更说明农民对不

见血的刀子经济剥削 ,如不真正翻心是看不到的。③

(动员妇女诉苦时 )不妨也可以从旧社会受公婆气 ,引导到地主家的妇女和女恶霸

身上。④

根据黄骅县 4个区关于诉苦内容的统计 ,诉“饿死苦”的 323人 ,诉“要饭苦”的 546人 ,诉“卖儿卖

女苦”的 115人 ,诉“全家失散不能团圆苦”的 42人 ,诉“叫土匪打死苦”的 116人。⑤ 其中“诉穷

苦”与“诉匪苦”占了绝大多数 ,而基本上没有直接诉地主欺压剥削之苦的。其实 ,“诉苦”的字面

含义只是将过去所受的苦诉说出来而已 ,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正是农民对这个词的真实理解。⑥

而通过逻辑推演、追挖苦根的归罪策略 ,将农民的苦难与地主阶级及其代理者国民党联系起来 ,

进而从表达 (诉苦 )走向行动 (斗争 ) ,则是诉苦领导者、发动者的职责所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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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渤海区党委 :《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 (通报 )》(1947 /01 /15)。

冀南九地委 :《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 /09 /12)。

《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

冀中区十一地委 :《算算帐》(1946 /10 /10)。

《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 /02) ,《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

162 - 163页。

方慧容和李康对西村农民诉苦场景和诉苦回忆的精彩描述 ,显示了农民和共产党对于诉苦的不同理解。 [参见方慧容 :

《“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硕士论文 ,北京大学 , 1997年 )、李康 :

《西村十五年 :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 - 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博士论文 ,北京大学 , 1999年 ) ]前引冀察热

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中 ,也提到了以下种种不合要求的“苦处”:“(甲 )认为现在练兵作战很苦 , (乙 )认为今

天的地主富农也苦 , (丙 )没有阶级压迫意义的苦 , (丁 )因某些区乡干部动员参军的方式不好 ,战士的不满 , (戊 )为取得信

任哗众取宠的假诉苦。”文件并写道 ,“战士因受封建道德法律观念的束缚 ,常把污水净水分不清。如因饥饿去偷了地主的

庄稼 ,在中央军里开过小差 ,当土匪时抢过老财也当成污水来吐 ;相反地 ,也有的认为嫖娼赌博是‘合法’的行为 (合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法 )。所有这些糊涂观念应在吐污水中彻底打破 ,而代之以新的道德法律观念。”这些描述和评论 ,生动地展

现出共产党力图通过诉苦来灌输的阶级话语与农民固有道德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差距。

来自云南的一个例子 ,堪称对这种归罪策略的出色运用。东营乡竹溪等 7村的多数村民都曾在解放后参加过土匪活动 ,所

以当工作组进村领导土地改革时 ,村中男子都跑到山中躲避 ,不敢来开会。工作组召集全乡积极分子会议和农民代表会

议 ,提出“把脸上的黑灰洗去 ,把 [土匪 ]帽子还给地主”的口号 ,号召大家吐出“被地主和土匪压迫威胁去当土匪的苦水”。

“揭去了‘土匪帽子’”的村民“情绪十分高涨”,向地主展开控诉斗争 ,控诉的基本内容是地主让自己当土匪 ,当了土匪害怕

共产党 ,所以躲在山上不敢出来 ,耽误了生产等等。 (参见《广通东营乡竹溪村群众积极起来了》,《土地改革中怎样发动群

众》,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952年 ,第 26 - 27页 )在此逻辑链条中 ,将当土匪的问题置换为地主压迫的问题 ,立刻使发动

斗争的障碍变成了诉苦的有力武器 ,农民的一切苦难乃至自身的错误行为都成了地主的罪状 ,充分显示出土改工作组对动

员策略的娴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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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过程中 ,民众动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孔飞力认为 ,民众动

员必须使用新技巧和新技术 ,刺激并疏导地方能量为经济发展和强化国家服务。① 这种民众动

员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已经被纳入地方自治主义者的视野 ,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权和政党领导者

所实践。但是正如论者所说 ,这些地方自治理论家和民粹主义者所要动员的对象 ,是地方精英而

不是普通民众 ,民众是“供别人玩政治游戏的棋盘 ,而不是游戏者”。② 国民党以俄为师进行改组

后 ,立意动员民众、发动国民革命 ,却很快呈现出“上层国民党 ,下层共产党”的分工格局 ,即便在

其执政以后也远未能深入控制农村基层社会。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革命 ,才真正开始有意

识地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 ,使他们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有学者指出 ,共产

党之所以能够对广大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控制 ,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内战、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 ,根

本原因就在于其强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④ 山东分局的一份文件中 ,曾有“干部运动群

众”的说法 ,⑤这在无意间道出了共产党群众运动的本质特征 :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只有经过充

分的启发和动员才能被激发起来 ,只有通过“运动群众”,方能形成“群众运动”。而共产党动员

和组织效能的获得 ,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运作中的种种“权力技术”,⑥在不同层次、不

同类型的技术和策略中 ,可以见到国家权力渗透和乡村权力变迁的微观过程。

本文正是从权力技术角度出发 ,对中国共产革命进行微观探讨的一种尝试。近代中国农民

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 ,但是从客观现实 (苦难 )到主观感受 (苦感 ) ,再到具有明确

指向的心理情绪 (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 ) ,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 ,这一

过程并非自然形成 ,而须经革命政党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就民众动员目标的实现而言 ,诉苦是

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 ,而它之能行之有效 ,又有赖于各种微观策略的巧妙运用。诉苦领导者通过

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 ,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 ,这是话语的力量 ;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

范 ,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 ,这是组织的力量 ;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 ,营造了苦大仇深的

氛围、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 ,这是情感的力量 ;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帐相结合 ,打破了

可能出现的僵局 ,这是理性的力量 ;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 ,使农民的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 ,这

是逻辑的力量。在共产党精心而高效的动员下 ,千百万农民群众一改谨小慎微、消极保守的传统

形象 ,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巨浪。由此 ,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

行轨道 ,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 ,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责任编辑　朱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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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借鉴了福柯 (M ichel Foucault)关于权力概念的定义 ,在他看来 ,“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 ,也不

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 ,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运作着。”(参见《性经验史》,

佘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0年 ,第 66 - 71页 )这就将权力从实体 (机构或个人 )中解放出来 ,而赋予权力运作以

重要地位 ,对权力的考察从而有可能由静态转向动态 ,由宏观转向微观 ,由权力占有的制度格局转向权力运作的技术策略。


